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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学是清代正统学术，大师辈出，著作繁多，而轰动一时、影响深远的著作还是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。  

 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思想家、戊戌变法的领导者。他早年曾研究陆、王心学及佛学，游历香港，涉猎西书，成为“向西方寻找真理”的代表人
物。1888年，他首次上书清帝，初步提出变法图治的主张。温和的“上书”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，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中。康有为亲身感受到习
惯势力和正统文化的压力。但他没有放弃维新事业，而是继续寻找变革的途径。1889年，康有为在广州晤见今文经学家廖平，于是开始研究今文
经，试图从中求得变法维新的学理根据。至1891年8月，康有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14卷在广州刊行。  

  《新学伪经考》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。历来儒经有所谓“今文”“古文”之分。“今文经”是经秦代焚书之后，由西汉学者口头传
授、记录的儒经，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“隶书”撰写，故称“今文经”。汉武帝以后，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“籀书”撰写
的儒经，称之为“古文经”。西汉官方“经学博士”传授的都是今文经。至西汉末年，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，请求将古文经《逸
礼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等书立为官学。王莽当政时期，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，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。今文经、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、篇
目文字上的不同。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，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，思想分歧也很明显。于是，今、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、高潮迭
起，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。 

  清嘉庆道光年间，今文经学渐趋复兴。刘逢禄、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。《新学伪经考》则进而全面否定、攻击古文经。 

  该书认为：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，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。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，并无残缺。刘歆之所以制作
“伪经”，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，建立“新朝”。所以，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，而是“新学”。总之，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，历代
流传的古文经是“伪经”，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“汉学”“乃新学，非汉学也，即人所尊述之经，乃多伪经，非孔子之经也”。 

  于是，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“汉学”“宋学”都不是孔学真传，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“微言大义”。 

  就学术上看，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“伪经”“新学”是缺少根据的。梁启超也认为乃师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”。可见，《新
学伪经考》并不是精审的“考”“辨”之作。但是，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，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、估价
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，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，动摇了“恪守祖训”的观念，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。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“大飓
风”，并非过誉之辞。事实上，此书与其后的《孔子改制考》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，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，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
工具。 

  正因此，《新学伪经考》刊行后，可谓不胫而走，引起守旧士大夫的恐慌。1894年8月，守旧官僚给事中余联沅奏劾康有为“以诡辩之才，
肆狂瞽之谈”，“扇惑后进”，“荒谬绝伦，诚圣人之蟊贼，古今之巨蠹也”。他请朝廷“焚《新学伪经考》而禁粤士从学”。帝师翁同龢则称
此书是“说经家野狐禅”。随之，慈禧太后明令两广总督李瀚章“依议办理”。当时客居北京的梁启超等人闻讯后，四处奔走营救：既请沈曾
植、黄绍箕疏通李瀚章，又请盛昱、文廷式致电广东学使，还求张謇、曾广钧向翁同龢说情。几经周旋，李瀚章上奏朝廷：康有为“溺苦于学，
读书颇多”，本意是想尊崇孔圣，乃至怀疑儒经及传经的儒学家，立言虽不免乖违，但还算不上“惑世诬民”，因此，由此方官谕令“自行销
毁，以免物议”，对康有为本人则“拟请毋庸置议”。这份具有折中色彩的奏章得到了朝廷的认可。 

  《新学伪经考》“奉旨毁版”，而风波并未平息。有的守旧官僚认为李瀚章这样做“意在保全康有为，实为逆犯谋乱我中国张本”。广州城
内也对康氏“谤议沸腾”。康有为只得避走桂林等地讲学。另一方面，所谓“自行销毁”事实上又不能禁绝此书及其观点的流行。 

  随着戊戌维新思潮的发展，《新学伪经考》成为新旧文化冲突的焦点之一。例如，当梁启超等人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、传播乃师学说时，当
地守旧士大夫就对康氏学术群起攻之。在《翼教丛编》中，叶德辉对《新学伪经考》的观点多加批驳，苏舆也指责康梁“伪六籍，灭圣经也”，
“托改制，乱成宪也”。这些指责并非毫无根据，却反映了其中新旧思想之争的本质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清政府又于1898、1900年两次下令查
禁、销毁《新学伪经考》。  

  《新学伪经考》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，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。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，彰显了
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。梁启超说：此书出版后“有崔适者，著《史记探原》《春秋复始》二书，皆引申有为之说，益加精密，今文派之后劲
也”。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往远一点看，《新学伪经考》也推动了民国年间疑古辨伪学术的发展。1917年，此书终于公开在北京重印，1918年
发行，从而得以更广泛地影响民国学人。这里，最显著的事例是推动“古史辨派”的兴起。  
  “古史辨派”的开创者顾颉刚在民初听章太炎讲学时，以为古文家都是合理的，而“今文家全是些妄人”，还不能走出古文经的壁垒。 

  后来他读到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觉得“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”，于是对今文家平心了不少，终于摆脱传统经学流派的束
缚，广泛地开展古史辨伪工作。刘节谈到“古史辨派”的兴起时，表示不能不佩服康有为的伟绩。因《新学伪经考》对古文家展开了一场总攻
击，“于是我们才知道自孔子以下直到刘歆，其间学者很少有几个人没有造过谣的”。在一定程度上，“古史辨派”的一些学者把自己当作康有
为“疑古”“辨伪”学术的继承者。顾颉刚自称《古史辨》要能“比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史记探原》逼进一层，就可以无愧于时代的使命”。在
童书业看来，从《新学伪经考》到《古史辨》第7册的完成，“‘疑古’的学风更是进得飞快，由怀疑古文经到怀疑群经诸子，由怀疑儒家传统
到怀疑夏以前的整个古史系统，这都是科学思想发展的自然趋势，虽有有力的反动者，也是无法加以遏止的。”（以上引文见《古史辨》第1—7
册）因之，《新学伪经考》不仅促进了清末思想解放，而且推动了传统学术的更新、发展。 

 



文章录入：huangcs    责任编辑：zhangzhiyong  

● 上一篇文章： 中国地质事业初期若干史实考 

● 下一篇文章： 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

【发表评论】【加入收藏】【告诉好友】【打印此文】【关闭窗口】 

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

● 王庆成：晚清华北乡村：历史 
● 闻少华著《汪精卫传》再版 
● 开拓性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专 
● 注重事实和逻辑 
● 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经验 
● 对中日历史问题基本状况的分 
● 郑大华《民国思想家论》一书 
● 龚书铎：《地方性流动及其超 
● 朱浒：《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 
● 延安琐记 

  网友评论：（只显示最新10条。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，与本站立场无关！） 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

地址：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：100006 传真：65133283 


